

系统科学是丰富了辩证发展观吗

王细荣

  内容摘要：本文在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发展观同时，结合当代系统科学的新成果所揭示的事物系统要素经由协同作用而使事物系统进化发展的思想，指出事物系统的发展是矛盾论和协同论的辩证统一，从而得出，系统科学丰富了辩证发展观。

  关键词：系统科学  发展  矛盾  协同
所谓发展，即前进的变化或进化，是对客观世界物质系统运动变化的普遍趋势和本质特征的哲学概括，是指事物从一种质态转变为另一种质态，或从一种运动形式产生另一种运动形式的过程，是从低级向高级，从无序向有序，从简单向复杂的上升运动。在谈到发展的内在机制时，马克思说：“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同时包含着对现存事物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和革命性。”
 “一切发展，不管其内容如何，都可以看作一系列不同的发展阶段，它们以一个否定另一个方式彼此联系着……任何领域的发展不可能不否定自己从前的存在形式。”
恩格斯说，自然界中到处盛行对立运动，“以其不断的斗争和最后的互相转变或向更高形式的转变，来决定自然界的生活。”
列宁也指出：“有两种基本的(或两种可能的?或两种在历史上常见的?)发展(进化)观点，认为发展是减少和增加，是重复；以及认为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统一物之分为两个互相排斥的对立面以及它们之间互相联系)。”
毛泽东在论述事物运动发展的动力时，指出：“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
可见，发展观是辩证法理论的核心。 因此，用简略的语言来表述经典的唯物辩证发展观的内容，就是：新事物不断取代旧事物，或曰“新陈代谢”；事物的发展变化，是事物内部双方“对立、斗争、排斥、转化”的结果，也就是说，“事物的发展是经过否定实现的”  
。

然而，科学、经济、政治及社会实践的进一步发展已愈来愈揭示经典矛盾论的一些局限性。21世纪40年代以来，各个领域出现了引人注目的新现象：(1)自然科学的整体性和综合性。自然科学经过高度的分化达到空前的发展水平，由此出现相互联系的综合性趋势，交叉科学、边缘科学和横断科学相继而生。(2)经济发展的多因素相互作用的复杂性。社会化大生产达到空前高度，复杂的多因素作用使得经济运行中的协调性特征显得尤为突出。(3)世界联系的一体性。市场导向使经济发展打破了国家界线，形成了以主权国家为基础的国际经济分工与合作，整个世界已由市场经济而联系在一起，从而政治、文化方面的国际性联系也初步建立起来。(4)全球性利益的出现。世界联系的一体性必然导致全球性利益的出现。环境污染、能源危机、人口爆炸、核战争危险等人类共同关心的问题迫使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不得不在某些方面采取一致的行动。这些新现象的出现并继续发展，使人们认识到以强调对立统一、否定、革命性为特征的辩证发展观，在现时代的实践中有某种局限性。而恰在此时，一个庞大的学科群――系统科学，已开始悄然兴起了。该学科群的理论，对证实和丰富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观提供了丰富的自然科学理论基础。

该学科群钱学森称之为“系统科学”，它由若干门新兴科学组成，即：一般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超循环理论、混沌理论、运筹学、博弈论、系统分析和系统工程。系统科学理论是在对事物的多因素相互作用和相互联系的研究中诞生的，其中包含有这样的思想：事物系统进化(发展)的内在根据是系统内部组成要素间的非线性作用而形成的相干协同关系。因此，系统科学的兴起，对人们科学思维及一些观念是一次“革命”。“系统理论是科学思想的最大转向，是库恩所描述的那种‘科学革命’。……系统论者声称他们的 工作恰恰要推翻迄今被人们普遍接受的科学框架；科学思维方式应随之转向。”
 “这个革命的性质是以整体论的综合思想模式代替原子论的分析思想模式。”这种整体论思想用于研究事物的发展、进化时，就是在考察事物发展时，综合考虑事物系统内外的各种相互关系作用，用多种因素、多种联系的综合、协同来解释事物系统的进化发展的特征。这也正好体现了从形而上学的分析复归到辩证法的整合。

亚里斯多德的“整体大于部分之和之功能”思想实际上就是以思辨的方式猜测到现代系统科学的要素协同的发展思想了。近代自然科学也注意研究各个不同事物系统的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协同问题，坚信自然界中数学关系的简单和谐。诚如爱因斯坦所说：“如果不相信我们世界的内在和谐性，那就不会有任何科学。”
现代科学的研究则和这种古老的思想产生了更强烈的共鸣。例如，一定数量的激活原子经由发光原子在取得协同模式后会发射出激光；一定数量的激活原子经由相互碰撞会发生化学反应（例如，2个氢原子与1个氧原子相互<协同>作用而形成水分子，而水分子的物理、化学性质都不同于氢原子、氧原子或三个原子简单加和的物理、化学性质，这是由于在形成水分子时氢、氧原子发生了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除相斥之外，也有相互吸引的一面。）；化学自催化过程，反应系统内要素微观协调产生出宏观秩序，如下述反应：

CH -C-OCH  + H O — CH -C-OH + CH OH


当乙酸甲酯水解生成乙酸和甲醇时，开始时的反应速率是很缓慢的，但有微量的乙酸生成后，它就成了水解反应的催化剂，使正反应速率很快地增加；分子生物学揭示出“协同效应”不仅存在于大量分子的体系中，也表现在每个生物大分子中（血红蛋白有4个血红素，只要1个血红素吸附氧气，不仅该血红素起变化，而且4个血红素全部变化）；一定数量的核酸分子和蛋白质分子经由获得的不同遗传信息会形成各种生命形式……，这些都是不同层次事物系统内部要素经相干、协同作用而进化、发展的例证。可见，这些事物系统的进化发展行为是很难仅用矛盾论来解释的，因为在其中出现了自复制、自组织过程，而这种进化的自组织过程，又与事物系统内外要素之协同有密切的关系。

现代系统科学所揭示的这种协同之相互作用思想在经济、社会等系统的发展进化中也是大量存在的。哈肯指出，“协同作用的概念，早就在社会学和经济学的领域内被讨论了。”一个生产组织系统，由于其中每一个生产者进行分工与协作，使得整个生产组织的劳动生产率远大于单个劳动者总和。难怪马克思说：“由协作和分工产生的生产力，不费资本分文。”

耗散结构理论创始人普里高津（I. Prigogine）指出：“只有在系统保持‘远离平衡’和在系统的不同元素之间存在着‘非线性’的机制条件下，耗散结构才可能出现。”
这就是说，事物系统，有关外界条件的变化，就会产生相干效应。即，系统向有序进化发展要求事物系统内各要素之间存在着非线性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能使各要素之间产生相干效应与协调动作，相干效应就是各要素之间制约、耦含、协同产生整体效应的变化，从而进化、发展着。另外在非平衡、非线性耗散系统演化发展过程中，形成混沌结构时，会出现无穷嵌套的自相似结构。这种组织结构是无穷多结构互相套叠，它类似洋葱或套箱，结构互相套叠又彼此相似。这些无限多相似结构套叠又形成新的结构，而这种新的结构有着每个相互套叠结构不曾有的“混沌美”。因此，事物系统质变进入混沌区，要描述它的状态，过去用的线性、矛盾论方法显然是不完备了，事物系统内各要素之间的和谐、协同也得加以考虑。可见，系统科学理论所要说明的事物系统的进化发展，事物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协同、配合、适应、协调”的因素给以了充分的重视。

德国的理论物理学家哈肯（H. Haken）于本世纪70年代创立的协同学，是以信息论、控制论、突变论等为基础，将物理学中的激光系统激光形成的这种远离平衡态的由无序向有序转化的现象推广到其它事物系统，如生态系统、社会系统。他还通过考察流体力学中的贝纳德对流花样的形成、化学中别洛索夫－扎布金斯基（Bolousov-Zhabotinsky）反应等各种有序结构形成的共同特点，即一个由大量子系统所构成的系统，在一定的条件下，由于子系统间的相互作用与协同，这种系统便会形成新的有序状态，得出，“所出现的这些结构遵从类似于激光、流体动力学和其它系统的无序――有序转变所遵从的原理。”
从而揭示出各种事物系统从无序向有序进化发展的共同规律。该理论认为，不管系统是热力学平衡还是非平衡，也不管离平衡态多远，只要系统内的要素（子系统）在一定条件下通过非线性相互作用，就能产生协同现象和相干效应，从而产生时间结构、空间结构或时空结构，形成一定功能的自组织结构，表现出新的有序状态（系统进化发展）。

在前生命演化进程中，有一个生物大分子结合为原始生命的分子自组织阶段。柏林大学生物学家艾根（M. Eigen）结合分子生物学、进化论、信息论、非平衡热力学和自组织理论的成果于1971年提出的超循环（hypercycle）理论对这一问题提出了很有希望的解释模式。艾根考察了生物化学的各种循环现象，将循环分为3个层次，它们依次是反应循环、催化循环和超循环。他指出：“催化超循环是通过循环关系联结多个自催化和自我复制单元构成的系统”
。即若干自复制单元再耦合成新的循环的组织形式。若干个核酸分子和蛋白质分子所构成的循环就是这种形式的系统。超循环不仅能使单元信息保持不变，而且能所不同功能单元的联合稳定保持下来。在生命运动中，无论简单的或复查的系统，均是功能单元要素所耦合起来的有机体。采用超循环的组织形式，这种功能单元能再复制出来，单元间的耦合关系也能在代谢过程中稳定下来。在他看来，“进化原理可以理解为分子水平上的自组织”，进而“从物质的已知性质来导出达尔文原理。”
拉兹洛也认为，“在相对简单的化学系统中，自催化反应近乎占据支配地位，而在表征生命现象特点的比较复查的过程中，就出现完整的交叉催化循环，为生命有机体的结构编码的一系列核酸的稳定性就是建立在催化循环基础之上的；在更高的组织层次上，它们还是我们星球生物圈内所有生命形式持续存在的基础。”
而且艾根进一步将超循环概念推广用来研究整个自然界的进化发展。因此，单纯用以矛盾论的发展观不能满意地解释生命运动和生命进化乃至整个自然界的进化发展的内在机制了，只有综合矛盾论和系统科学的要素协同思想才可望在这一问题上取得突破性进展。

但是，我们可以考查，现代的系统科学的思想，其实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作家的著作中曾有所论述。我们都知道，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辩证法是关于联系和发展的学说，而且发展与联系不可分割。恩格斯在论述何为辩证法时指出，辩证法“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
，同时又是“关于普遍联系的科学。”
恩格斯接着在谈到发展的动力机制时指出：“我们所面对着的整个自然界形成一个体系，即各种物体相互联系的总体……这些物体是相互联系的，这就是说，它们是相互作用着的，并且正是这种相互作用构成了运动。”
因此，事物的普遍联系构成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恩格斯曾明确地指出：“自然界中死的物体的相互作用包含着和谐和冲突；活的物体的相互作用包含着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合作，也包含有意识的无意识的斗争。因此，在自然界中决不允许单单标榜片面的‘斗争’。”
贝塔朗菲也认为，“虽然起源不同，但一般系统论的原理和辩证唯动主义相类似是显而易见的。”
但是，由于系统内要素多样性统一之“多样性”的复杂性，没有相应的数学方法和统计技术，仅凭感官和思辩是无法全面把握事物系统发展的内在机制的。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形式在论述发展观时只详细阐述否定、革命性的一面，而协同、保守性一面只是停留在最初素朴的形态上。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作家对事物系统之要素的联系、协同这一思想未作系统阐述，对事物之各要素多样性统一引起运动发展的观点仅停留在普遍联系的一般观念上。相反，事物之对立统一促成事物运动发展的观点则发展成为以矛盾论为主体的由一系列规律和范畴组成的完整理论体系。这一点确实令后人感到有点遗憾。

而系统科学的诞生，给辩证的发展观带来了全新的面貌。在系统科学理论看来，事物的存在不仅是矛盾双方的对立统一体，而且也是多要素的系统构成体，即，事物不但是矛盾性的存在，也是系统性的存在，事物既是对立统一的矛盾，又是多要素协同的系统；发展不仅是矛盾双方对立统一的结果，而且是多要素的协同作用的结果，发展既是矛盾双方否定的运动又是系统多要素协同的运动。

可见，以否定为根本特征的矛盾论和以协同为根本特征的系统论，虽然显示出截然不同的面貌，但二者都是对事物运动发展源泉的揭示。那么，在发展这一共同点上，“否定”和“协同”是如何结合，统一在一块而熔铸成现时代辩证发展观的呢?过这一问题的回答，恰好又回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哲学那儿去了。

事物的运动变化根源于事物内部对立面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相互作用。矛盾的同一性由于斗争性的作用，而发生对立面主次的变化，矛盾的性质由此得以改变，并形成新的同一性，这就标示事物运动发展的质变或飞跃。但是，质变或飞跃不会自然发生，它要取决于一定的条件!对此，毛泽东说：“在一定的条件之下，矛盾的东西能够统一起来。又能够转化；无此一定条件，就不能成为矛盾，不能共居，也不能转化。”
对发展具有决定作用的条件源于何处呢?它源于事物的普遍联系。原来，任一事物都处在普遍联系之中，而事物普遍联系的实质则是一事物内部众多要素之间以及与其他事物内部多要素之间的普遍联系，正是这相互联系在一起的构成系统层次结构的众多要素，形成了事物转化所需的各种可能条件。这样，普遍联系之转化条件论隐含着系统(或事物)内部众多要素何以协同的秘密。原来，任何事物的总体转化都是众多局部转化的结果，而任一局部的矛盾转化都需要其他要素作为条件，这样一来，处在普遍联系中的事物内外众多要素就实际上已互为条件，即各自都成为相关的局部转化的条件。既然每一要素都以条件的身份促成转化，那就意味着，每一要素都为事物系统的整体进化发展发生着协同的作用，事物系统整体也由此显露出协同的特征。

综上所述，发展是否定和协同的统一，既通过否定，也通过协同而实现的；发展是根据和条件的统一，根据是事物的内部矛盾着的对立面的对立统一，条件是事物内外互为条件的众多要素的协同即普遍联系。如果说矛盾的对立统一体现为否定，系统的普遍联系体现为协同，那么，发展就不仅仅是矛盾的否定作用，而是矛盾的否定作用和系统的协同作用共同努力的结果。这样，辩证法对事物运动发展规律的揭示就更加深入，更加全面，更加符合现时代人们生活理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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